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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 

沈昕 李庆 张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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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合肥 230601） 

【摘 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区域共有的文化资源和精神

家园,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其应有的时代命题。推进完成这一使命,需要进一步厘清江南和江南文化的概念,认

识江南文化的本质和形态特征,把握江南文化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积极探索打造江南文

化品牌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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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前，一体化高质量已经成为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关键

词”，在全面推进这一过程中，需要深刻把握江南文化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探讨江南文化如何作为品牌力量助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 

一、核心概念解析：江南及江南文化 

（一）江南的概念 

为更好把握这一概念，这里从区域大小、历史衍变、虚实相生三个维度加以分析。 

1．从区域大小看。 

一是字面上的江南，顾名思义为江之南，即指长江以南的地区。按照这一看法，一些处于长江北岸但传统上公认为江南的

城市如扬州就被排除在江南之外。二是小江南，主要指环太湖流域地区。近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段以南区

域，尤其是环太湖区域，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安徽东南地区，属于狭义的、典型的江南，是谓江南“腹心”[1]，

代表性的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

湖八府说、苏松太常杭嘉湖宁镇八府一州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宁润常苏松嘉湖杭

绍明州江南十府说，等等。[2]三是中江南：一般指包括今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之全部以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

四是大江南：气象学概念，特指作为国家十一个一级气象地理区划之一的江南地区，包括长江至南岭间的广大区域。 

2．从历史衍变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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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唐代以前“文献中的江南”。有学者考证，“江南”一词最早见于《左传》，里面的“江”指长江，因此，先秦的江南

常被理解为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地区。到秦汉时期，“江南”则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两湖地区，即今湖北南部、湖

南全部。《后汉书·刘表传》中记载，“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将距离

颇远的襄阳城也纳入江南。二是唐“行政区划的江南——江南道”。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其中“江南道”

已经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西至贵州，东至海滨。开元二十一年（733），中央政府又将江南道细分为东、西两道和黔中道三个部

分。三是宋元时的“江南路的江南”。宋朝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辖一府七州二军，包含今江苏、皖南以及

江西省东北部分区域；西路则大体上相当于今江西全省。此外，在今苏南、上海以及浙江地区设两浙路，建炎南渡之后又分为

浙东、浙西两路。1四是明清“从直隶到江南分省”。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以南京应天府和老家凤阳府为核心打造了一个京师之

地，俗称“直隶”。永乐十九年（1421 年），朱棣迁都燕京，“直隶”变成了“南直隶”。清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将明南

直隶改为江南省，包含今江苏、上海、安徽三地。顺治十八年（1661），江南省设左、右布政使，为江南分省迈开了第一步。公

元 1667 年（康熙六年），改江南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江南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司。[3]五是新时代“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中的新江南”。个人拙见是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心区”为大致范围，涵盖沪苏浙皖的 27个城

市，其中除了居于核心和龙头地位的上海之外，包括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常州、苏州、无锡、南通、泰州、盐城；浙江

的杭州、温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安徽的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
[4]
 

3．从虚实相生看。 

主要表现为对于江南的两种态度。一是江南泛化，即习惯于把自认为美好的地方比喻或等同于江南，使江南成为一切风水

物候宜居宜业之地的代称，如将宁夏银川誉为塞上江南、新疆伊犁誉为塞外江南、河南信阳誉为北国江南、西藏林芝誉为西藏

江南、延安南泥湾誉为陕北江南、阿克苏湿地誉为边疆江南、内蒙古扎兰屯誉为塞外苏杭等。二是江南情结化，不同阶层、不

同职业的人拥有自己“心中”的江南，气象学者说“江南是梅雨”，地理学者说“江南是丘陵”，历史学者说“江南是沿革”，

经济学者说“江南是财富”，语言学者说“江南是方言”，文学家说“江南是天堂”，中文学者说“江南是‘江南’”。 

通过对江南概念的多维分析，可以看出，“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又是一个行政经济区域，更是一个具有极其丰

富内涵的社会文化区域。历史上，“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地域概念，没有公认的界定，从模糊到清晰，从广义到狭义，从

泛指到专称，从区域到区划，整体上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在当代，建立一个合理的江南概念，必须以地理位置的分界为基础，

再综合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人文与社会心理等因素加以考虑，注重现实、尊重历史。[5]“新江南”的概念不必过于纠结其学

理性，这是一个服务于现实的时代命题，重要的是认真地研究，系统地梳理，加快打造出沪苏浙皖一市三省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的“新江南”。 

（二）江南文化 

江南文化是在不断变化的江南地理位置和区域范围中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地理概念。从广义方面讲，江南文化包括

江南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方面讲，江南文化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基

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是在江南自然区域和行政区划中逐渐形成、融合、衍变、传播并被广泛感知和认

同的文化现象和体系，是“包括信仰、知识、艺术、法律、风俗、道德，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

惯”
[6]
的复杂的整体。从内容结构讲，江南文化应该包含多个层面，如“江南物态文化”“江南制度文化”“江南心理文化”“江

南行为文化”，这些层面都涉及了江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律法制度、思维方

式、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精神图腾及工具、附属物等各个方面。从基本功能看，江南文化具有创造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其

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的感召力、社会的凝聚力、市场的吸引力、思想的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产品和权益等[7]，

构成了江南文化的软实力，成为自古及今延至未来推动江南发展的驱动力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探讨

江南文化，更大的意义不是将江南文化作为一个“历史符号”来摩挲把玩，而是探究其在新时代的内涵嬗变和崭新形态，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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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碰撞后的生动演绎和华彩乐章。 

二、认知前提：把握江南文化的特征和形态 

从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征去审视江南文化，看清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在江南文化中的流淌和传承；从江南构成地理单元的文化

特质去理解江南文化特征，如从徽文化、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的精神特征中去理解江南文化特点；从江南文化对组成区

域文化的集成突破上去把握江南文化特征，以避免以江南某种或某几种地域文化特征代表江南文化，陷入“盲人摸象”的认识

困境；从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与互动中去分析江南文化特征，以拓宽视野深化对江南文化特征的认识。具体概括为四个方面。 

箫与剑的统一。这里的“箫”主要指江南文化诗性审美的一面，关于这一面，江南文化以无数的形态和成果予以展现。“江

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是南朝乐府《西洲曲》中诗性审美的江南。“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

是南朝齐梁间散文家丘迟的诗性审美的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白居易的诗性审美的江南。“水光

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是苏东坡的诗性审美的江南。“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是韦庄的诗性审

美的江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是宋代词人柳永的诗性审美的江南。“撑着油纸伞……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

娘”，这是戴望舒的诗性审美的江南。杜文和董建成曾拍摄了“最能体现江南文化精神的十二种风物”，分别是乌篷船、大闸

蟹、辑里丝、龙泉剑、蓝印花布、油纸伞、黄泥螺、龙井茶、霉干菜、扬州澡堂、紫砂壶、绍兴酒等，这更接近与普通百姓心

中的有滋有味的诗性审美的江南了。基于此，文化学者刘士林等强调，“诗性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要把审美精

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8]。但也应看到，强调江南文化的诗性审美不能就此否认江南文化沉郁刚强、伦理价值的一面，如

有学者认为，“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在价值追求上江南文化守持一种审美维度，而较少以伦理维度来评价人生。”[9]“江

南文化区域充分体现出在北方话语中严重‘失声’的、纯粹自由的审美精神。这里梦中既不会出现北国儒士们誓死收复故国的

战争硝烟，也不会听到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慷慨志向和抱负无法实现的扼腕叹息，而是只有飘卷轻柔春雨中处处绽放的

娇艳杏花”。[10]如此类观点，就不尽符合历史与现实的逻辑，既对江南文化精神理解有失偏颇，也对其他区域文化特质的评价

缺乏公允。因此，这里特别强调江南文化“剑”即沉郁刚强的一面，唯如此，方可更全面深刻认识到江南文化精神特质、品行

风貌。江南文人学者素来保持着“铁肩担道义”的优秀传统，“慷慨悲壮”之士代不绝书，诸如勾践、伍子胥、王充、陈亮、

陆游、王思任、顾炎武、陈子龙、夏完淳、秋瑾、章太炎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如对于长期寓居江南的辛弃疾的词，著名散文

家梁衡曾经这样评价：“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

上和自己的诗词中。”[11] 

虚与实的统一。这里的“虚”强调的是江南文化饱含的理性追求、价值探索。表现为：一是学风日炽。如朱熹在《平江府

常熟县学吴公祠记》记曰：“南方之学，得其菁华。”《万历休宁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朴溪潘公文集（卷五）》《芳

溪潘氏宗祠记》都曾记到，徽州读书之风甚兴，教育被高度重视，“山间茅屋书声响”，“十户之村，无废诵读”，“诸废并

兴，聚书千家，择善教，弦歌之声不弛昼夜”，“东南邹鲁”之风形成。二是著述丰厚。据统计唐代有诗作存世的江南诗人357

位，占唐代诗人总数的 18.5%，而江南诗人存诗数量达 11346首，占了现存唐诗总数 5.5 万首的 20.6%，超过了五分之一。江南

自然“成为一个与京城并立的文化中心”[12]。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载歙县明代有著述 481部，清代有 1255 部，两朝总计

为 1736 部。另据乾隆四十年（1775 年）刊刻的歙县江村志《橙阳散志》记载，仅该村就有作者 75位，著作 152 部。三是学派

纷呈。如明清时期，新安理学、吴中实学、浙东史学、桐城文学、皖吴经学以及泰州学派、太谷学派等争奇斗艳，成为江南区

域文化的重要标志。各学派都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人物，如新安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皖派朴学的代表人物

江永、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等，桐城文学的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姚鼐、刘大櫆等，浙东史学的代表人物黄宗羲、朱舜水、

章学诚、全祖望、邵晋涵等，吴中实学的代表人物顾炎武等。 

这里的“实”主要指江南文化的务实精进的特性风貌。“务实精神是江南文化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注重讲实学、办实事、

重实效、求实惠。”[13]一是经世致用。这是江南人是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观念态度的修正。“实质上，‘经

世致用’并不是崇尚实用至上，而是指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应变，开拓创新与包容开放，这其中蕴涵的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风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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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深刻地反映出他们在西风东渐的大势下已不愿重蹈“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而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新的人生道路。这

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北周南张”，北面有周学熙，祖籍安庆东至人，在直隶创办启新洋灰厂、滦州煤矿；南面有实业家张謇，

创办了大生纱厂等企业，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政治家、教育家。二是崇尚科技。从古代江南高超的铸剑、造船等精工

技艺，到远销海外的丝绸、刺绣；从近现代以精致著称的“上海制造”，到当今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蛟龙号深海探测

船、上海振华龙门吊等大国重器不断涌现，无不体现江南人对于技术的执着追求。清人阮元《畴人传》收录明末以后的各地天

文、数学方面的学者 220 人，籍贯确切可考者 201 人。其中，江苏 75 人，浙江 44 人，安徽 32 人，江西 12 人，其他省份均不

超过 10人。三是追求精巧。江南之巧甲于天下。袁宏道言：“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如苏绣、顾绣、南京云锦、常州梳

篦以及各色绣衣、绣鞋、地毯、丝毯、编织，乃至玉器、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苏式家具等让人叹为观止，传

统徽州的民居、祠堂、牌坊被誉为“古建三绝”等。 

承与创的统一。这里的“承”是一脉相延，也是坚守原则底线，“创”是开拓创新、开放包容。从“承”来看，表现为：

一是家风家训绵延不绝。江南文化中著名家规家训家风文献很多，如杭州钱氏家训、绩溪章氏家训、茗州吴氏家典等，不胜枚

举，影响深远。二是技业衍播跨越时空。以徽商为例，徽商发迹后，往往出巨资兴修书院，教育子弟经儒治商，使创新创业的

精神和技能遗泽后辈，发扬光大。许多徽商还著书立说，主篆或参与编著了大量商书，内容涉及水路交通、商业经营管理技能、

商品市场规律、商业道德、商业行为规范以及天文地理气象、安全养生防骗等知识，如《士商类要》《天下水陆路程》。三是契

约精神。江南文化中富于契约精神。以徽州文书为例，该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发展与交往过程

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数量大、种类多、内容广、连续性强。包括契约字据、公文案牍、书信手札、

乡规民约、鱼鳞图册、宗法礼仪、财务簿记、手书文稿等，被誉为继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经卷、明清内阁档案之后 20世

纪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 

从“创”来看，表现为：一是引领时尚。如明王士性云“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明李维

桢曰“奇技淫巧日盛。一巾一履，一笺一箑，递出新制，海内靡然仿效矣”，1799 年日本中川忠英曰，“即一物之巧，寄赏吴

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二是商业创新。这方面徽商表现得很是典型，在观念突破上，动摇商人为“四民之末”观念，形

成“新四民观”，强调“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商何负于农”“良贾何负闳儒”“贾儒迭相为用”。徽商经营超前，如构建

起以血缘与地缘相结合、寄籍地和侨居地相互动的庞大商业网络，推出进步的会票制、合股制、伙计制、掌柜制（最早职业经

理人）等制度。三是区域创新。从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到乡镇企业的快速突起和苏南模式的实现，从江苏“创业创新创优、

争先领先率先”的精神到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风貌，再从“创新追赶”到“创新引领”安徽的历史性变

革，这些都是身为江南人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典型代表。四是海纳百川。独特的水乡环境，优越的海陆区位，使江南人具有

开放的胸怀、广阔的视野和融合的气度，缔造了江南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鲜明气质特征，使江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兼

容并蓄的典型代表。耶鲁大学教授托马斯·博格曾指出：“江南人能够开放包容各种生活方式，并愿意从中尝试、学习新的生

活方式，吸收其他区域的优秀文化，这充分来源于江南人的文化自信。”[15]一方面是“引进来”。如徐涛认为，上海海纳百川，

自开埠以来迅速成为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生活在上海，最多时包含 58 个国家的移民，超过 15 万人，这

些来自异域他乡的人都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为此还创造出一个英文词“shanghailander”，表达出他们把上海视为自己家

乡的一种喜爱和认同感。[16]至此，江南文化历经吴越文化交融、与中原文化整合、儒释道三教“和合共生”等阶段，最后是对

西方文明的碰撞、吸纳。另一方面是“走出去”。以徽商为例，明清时期徽商足迹远达西欧，当年苏州的“汪溢美”号，几乎

每年要运两万匹丝绸远达英国皇宫；突出经营特色，如茶叶在明末清初后风靡荷兰、瑞典、西班牙、普鲁士、法国、丹麦、葡

萄牙等国；打造海商集团，著名的有许辰江、许本善、汪直、“许村四兄弟”（许松、许栋、许楠、许梓）等；贯通“一带一

路”，纵观徽商的远航路线和经营范围，几乎涵盖了“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所有区域。
[17]
 

分与合的统一。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出江南文化各区域文化间的关系，显示出在江南文化发展中各组成区域文化的独立、碰

撞与融合。这里的“分”就是江南各区域文化的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江南地域辽阔、幅员广大，且各

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和自然环境有所不同，自然形成各具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创造相对独立的文化辉煌，构成具有影响力和

美誉度的地域文化品牌。这里的“合”就是融合互动，如明清时期徽州与扬州、苏州、杭州、上海等地方刻书业都非常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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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与江南地区刻书相互联动、文化传播主体相互交流融合，都促进客源文化（徽州出版文化）与土著文化（客居地出版文化）

在交流过程中逐渐相互渗透与碰撞，形成了对各自的文化本体进行解构与重构的局面，构成新的文化形态。[18]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南文化特征”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体现，又呈现显著的区域优势和特色。从泰伯奔吴

到永嘉南渡，从运河漕运到赵宋南迁，从中原衣冠到徽商辉煌，从近代“开眼看世界”到全方位改革开放……江南文化的优秀

特质不断熔铸、嬗变、发展、提升，推动江南在魏晋之前的“江南之江南”，到南宋之后的“中国之江南”，再到近现代的“世

界之江南”的发展，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江南文化的特色、自信和影响力。 

三、现实依据：江南文化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代命题 

这里主要回答两个方面问题，一是为什么要以江南文化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二是江南文化为什么能够助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具体从四个方面加以阐析。 

从区域文化覆盖范围看。如果我们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框定的“中心区”27 个城市大致作为“新江

南”范畴，面积为 22.5 万平方公里，而且除上海全部外，苏浙皖都各自有一半以上的省辖市纳入，这是其他区域文化，如徽文

化、吴文化、海派文化、越文化等所无法比拟的，直接体现出江南文化具有区域上的最广泛的代表性、覆盖面。 

从心理认同方面来看。历史孕育了江南地区山水相依、人民相亲、习俗相近、人文共辉、经济相融的区域整体形象，构筑

了坚实深厚的文化心理认同，使江南文化具有内在精神的高度同一性。目前，江南各省市越发呈现出的地理共同体、经济共同

体、人文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发展态势，进一步证实了江南文化在一市三省具有最深切的心理认同。另外，这种文化心理认同

还体现为一市三省共同崇拜的人物和共同具有的历史记忆，如大禹故事及历史遗存，春申君黄歇跨越皖苏沪的丰功伟业，徐霞

客“出生在江苏，成名在上海，出发在浙江，游得最多的是安徽”，李白、杜牧、刘禹锡、杜荀鹤、陆游……在江南大地的行

吟等。与江南文化相比，任何一种区域文化在引发长三角民众认同和共鸣上都相距甚远，如上海社科联主席王战在论述海派文

化中曾作如下提醒，海派文化符号的一个问题则是“容易被孤立”，而江南文化相比之下却是绝大多数人都容易接受和喜爱的。 

从历史上来看，越文化、吴文化、徽文化以及海派文化等分支在不同历史时期交相辉映，各逞风流，合力铸造出风光灿烂

的江南文化；越韵浙风、吴韵苏风、皖韵徽风以及沪韵海风则共同奠定江南历史的文化底蕴。江南区域内多元文化主体互为源

流、互为映衬、互为补裨，共同推进江南文化从历史走到现实、迈向未来。其间，徽商之功巨伟。这里再以徽州文化与沪苏浙

江南区域文化的关系加以说明。一是互为源流，这方面的事例很多，绵延不绝。如徽州西递笃敬堂有一副名联：“读书好营商

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耐人寻味的是，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在描绘扬州徽商时亦有一名联写道：

“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此二联相差仅三个字，且形成时代相近、相关人物皆有徽商，足见互为

源流。二是互为映衬，体现为学术互通、艺术互鉴、创新互动。如苏州园林被公认为中国现存的传统私家园林的经典之作，徽

州园林则被视为中国乡土园林景观的杰出代表，被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吴文化与徽文化孕育出的江南“双子星

座”，二者渊源颇多、关系“近亲”，可谓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从现实需求来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脉研究院副院长王卫星认为，经济发展固然可以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想要更加稳固、更具有传承性，必须有共同的文化。江南文化为实现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贡

献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灵魂和重要联系纽带。在经济和文化对区域发展的主导作用日益凸

显的趋势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以江南文化的共融来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将为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提供认同基础、精神动力和竞争优势。也是基于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四、路径选择：共同打造江南文化品牌，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6 

（一）齐心滋养江南文化生态，夯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基础 

要克服制约文化融合沟通的偏见。如清康熙年间郑旭旦的《天籁集》记载民谣：“龙生龙，凤生凤，麻雀生儿飞蓬蓬，老

鼠生儿会打洞，婢妾生儿做朝奉。”充满了对徽商的嘲讽和鄙弃。复旦大学王振中教授曾与浙江学者高念华进行胡雪岩籍贯之

争，似乎也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纷争的范畴。2王振中提出：“有容乃大，或许这才是人们超脱狭隘地方利益所应有的胸襟，同

时也是我们解决胡雪岩籍贯之争本应具备的理性态度。”这对于我们以包容公允心态推进江南文化融合发展具有普遍的积极意

义。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沪苏浙皖应坚持共性与个性相得益彰、合作与竞争辩证统一、集聚与辐射相辅相成，齐心协力培育江

南文化生态，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品牌、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积淀深厚文化基础。 

（二）协同弘扬江南城市文化精神，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城市精神是市民共有的行为准则、生活方式、伦理价值、文化底蕴和人文景观体现出现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是

意识形态、战略资源、独特魅力，是城市先进文化和软实力的核心。正如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所言：“要将一座城市与一个乡

村区分开的标准，并不是指它们范围和尺度上的差别，而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19]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世界六大城市群

之一，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古代江南的当代形态，打造城市精神品牌
[20]
，这方面许多城市已取得明显成效，如马鞍山

的“聚山纳川，一马当先”、南京的“开明开放、诚朴诚信、博爱博雅、创业创新”、上海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

智、大气谦和”等，就富于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色。要进一步把弘扬城市精神作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品牌的着力点之一，

共同打造和弘扬江南城市精神。 

（三）共同打造江南文化艺术品牌，扩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影响 

江南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四水”航运（长江、大运河、江南水网、海运），“四水”经济为江南文化发展提供

基础，并由此派生出移民文化、运河文化、商业文化等。要落实好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一市三省要进一步推动

协同发展、充分运用江南文化资源，共同打响江南文化艺术品牌。这方面各省市都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反映江南历史沧桑、

风俗人情、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长恨歌》《江南》《繁花》等都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提升了江南和江南文化的影响力和美

誉度。下一步，长三角各地可以进一步整合资源、紧密合作，携手打造江南文化艺术精品，扩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创造

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四）携手推进江南文化研究，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学术品质 

这里要坚持的原则应是，不要在地域空间上厚此薄彼，而要强调长三角江南文化建设的一体化；不要在时间上厚古薄今，

而是要注重对江南传统文化的探究，也要加大对长三角现实问题的关注力度；不要在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上人为割裂，而是要

将长三角文化创新共同体建设作为江南文化研究和提升学术品质的目标和重中之重。具体实践上，建议可以成立江南文化的研

究联盟和研究江南文化的专业机构，促进形成江南文化研究群；培养多支江南文化研究队伍，为从事投身于江南文化研究的专

家、学者提供发展机遇、拓展进步空间；开展江南文化研究高端论坛，探讨江南文化研究的最新观点；加大江南文化研究成果

的转化和传播力度，积极支持各地举办关于江南文化系列讲座，同时鼓励各类媒体参与发布江南文化研究观点和成果，等等。 

（五）合力增强江南文化经济动能，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产业支撑 

要合力增强江南文化的经济动能，构建江南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培育文化龙头企业、推出典型工程项目。如举办好长三角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便于集中展示长三角文化整体风貌，加强广播、电视等产业跨区域的合作与发展。共建国际一流文化旅

游地，充分利用和整合长江、沿海、域内名山、名水、名城以及名人等特色资源，共同打造高品质的闻名于世的东方度假胜地

和休闲旅游区。创立相关旅游信息库，推行假日出行旅游、景区大客流预警等信息联合发布机制，推出“惠民一卡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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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畅游长三角”等产品，改善游客出行体验感。 

结语 

江南，是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记忆与情结，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江南；江南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最富

浓郁特色的组成，氤氲着温润与诗意，渗透着忧郁与清愁，充溢着热血与浩气。长三角一市三省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文相

似、人缘相亲、产业相融，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是要站在时代高度，承接过去，面向未来，融会贯通，在文化认同上构

建更大同心圆，在文明共识上寻求更大公约数。深刻把握江南文化本质特征和多维形态，积极探索共同打造江南文化品牌、提

升文化软实力的具体路径，增强新时代江南文化对“新江南”发展的活力注入，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精神动

力、智力支持和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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